我国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三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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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发展方式是实现教育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我国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能力尚有明显不足，教育发展方式亟待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的转变有三条路径即结构路径、技术路径和制度路径，分别关注教育结构的调整、教学模式的改革、教育管理方式的转变，其中的优先事项是教育类别结构和专业结构的优化，教师教学技能的改进，以及教育评价制度与问责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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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方式是实现教育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教育发展。之所以要转变教育发展方式，就是因为教育发展的现实结果与理想目标存在巨大反差。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成就显著，教育系统所产出的人才在总量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但结构和质量却存在严重问题，人才结构不合理，技能型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严重短缺，学生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片面发展严重，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人才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不匹配，严重制约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严重制约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学生素质不能适应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变革的要求、不能满足国际竞争的要求。

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调整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并进行相应的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现在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已经进入“深水区”，如果在教育体制机制方面不做深度改革，结构调整和质量提高就很可能成为空话。与调整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改革教育体制机制相对应，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有三条路径，即结构路径、技术路径、制度路径。

一、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构路径：调整教育结构
要优化教育体系所产出的人才结构，必须首先调整教育结构。教育结构即教育体系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各级各类及各种形式教育相互联系、相互衔接而构成的整体。教育体系涉及教育总体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及组合方式。教育体系结构主要有教育类别结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空间布局结构等。
教育结构告诉了我们所要培养的各类人才的类别、规格、专业等，以及其数量比例和区域分布，实质上是教育目的和教育事业发展目标的具体化，它非常明确地回答了“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它确定了教育活动的目标框架和基本“骨架”。

教育发展的国家意图与战略目标必须通过教育体系才能实现。教育结构最深层、最核心的东西是知识结构，教育类别结构、层次结构、空间布局结构都反映了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知识布局，教育体系结构之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结构的合理性。知识就是力量，在知识经济时代就更是如此。这个教育体系结构是否合理？培养出来的人是否多余？是否能找到工作？会不会出现人才的结构性过剩与短缺？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国家发展急需的战略性人才能否培养出来？
如果教育结构不合理，就会造成巨大的结构性浪费，甚至会引发灾难性的社会问题（如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合理的教育结构，与就业结构、产业结构有良好的契合关系，能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因此，教育结构调整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是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在诸种转变方式中具有首要地位。
我国教育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
第一，职业教育发展很不充分，致使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不能满足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客观需要。尽管经过2005和2006年的中职大扩招，我国高中教育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比例趋于合理，但其内部依然很不合理。例如，2009年中等职业学校共招生870万人，但其中蓝领职业岗位大约只占57%，而白领岗位也占43%，白领岗位所占比例畸高，与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定位不符，而且与高等院校毕业生培养方向相近，容易造成供大于求。
另外，除正规职业教育外，继续教育阶段的成人职业培训严重不足，远远不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转移培训和进城后再培训的需求。“技工荒”和“技能荒”充分反映出正规职业教育和成人职业培训的短缺。
第二，英才教育在教育体系中地位不彰，杰出科技人才短缺。人才竞争已经成为各国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英才是人才大队伍中的“特种部队”，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英才的数量和质量与这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国英才教育严重滞后，美国、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国都把英才教育作为国家战略，都有完善的英才教育立法，以及相对独立的、相当成熟的英才教育体系。2003—2008年，韩国中小学阶段接受英才教育学生的比例占全体中小学生的比例分别是0.26%、0.32%、0.40%、0.50%、0.59%、0.72%，不断提高。但韩国政府认为英才教育的受惠者比例偏低，与美国的1-15%（各年龄段有所不同），英国的1-5%，新加坡的1%，俄罗斯的1%，以色列的1-3%有很大差距。因此，韩国政府计划到2012年，把韩国中小学生的前1% 共计8万人为英才教育对象。
 我国大陆地区2009年共有中小学生19956万人，大约为2亿人。如果按照韩国的标准，把2亿的前1%即200万学生作为中国中小学英才教育的对象，如果每班20人，我们需要建立10万个英才班级；如果每校2000人，我们需要建立1000所纯粹的英才学校。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全国大学招收少年班的有原来的13所减为2所（中国科技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中小学开展英才教育的不到10所。大量的英才学生被应试教育所绑架和压制。这是优质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令人痛心！截至到2010年，日本已经有14位日本籍科学家在科技方面获得诺贝尔奖，而我国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钱学森之问”发人深省。
第三，不同类别同一层次的学校设置、不同层次同一专业的专业设置在结构上严重错位。前者如高等教育中普通专科教育与高职高专功能划分不清，在本专科专业目录设置中没有区分同一专业在不同层次上的培养目标的区别，后者如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院校的本科和专科在专业方向上重复设置，毕业生培养方向相近， 2009年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专业招生中，大学本科招生28万人、专科23万人、中职112万人，财务会计专业本科招生16万人、专科28万人、中职38万人。
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学校重复建设、办学效率低，会使毕业学生就业竞争激烈、结构性失业的问题日益突出。
第四，区域间教育的空间布局结构不合理，各级各类教育的城乡差距、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差距突出，区域间“知识差距”和“人才差距”亟待缩小。有关资料统计,我国东部地区仅占国土面积的14% ,但却拥有占全国人才总量43.2%的各类专业人才,而西部地区占国土面积的56% ,各类专业人才却仅占全国人才总量的15.5 %。中国经济学家徐逢贤在实地考察了东西部30个县后,得出以下四点结论：第一，东部每100人拥有科技人员18名,而西部只有2名;第二，东部乡镇领导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占64%，而西部不足20%；第三，东部人均受教育时间长达10年零8个月,而西部仅为3年零6个月; 第四，东西部的综合人才差距是10：1。
导致上述差距存在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东西部教育体系布局结构的严重不均衡。
针对这些突出问题，相应的对策不言而喻。教育结构调整的要点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包括继续教育阶段的职业培训，培养大批技能型人才；建立纵贯大中小学的、相对独立的英才教育体系，培育大批英才；制定科学的教育分类标准和专业设置标准，完善教育层次结构和专业结构，解决不同层次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定位不清问题，以及专业设置错位与重复的问题；调整教育空间布局结构，解决区域间不均衡问题，重点是扩大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规模，并在此基础上优化科类结构，开设中西部地区急需的、实用性强的和新兴的学科和专业，提高中西部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缩小区域间的知识差距。
教育结构调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涉及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办学机构之间利益的调整，管理部门之间在权责博弈上的自身利益考量、地方政府的扩招冲动和学校升格追求、教育机构的生存危机、家长和学生在专业选择上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等因素，都会对教育结构的合理性造成重要影响。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站在国家利益高度，超越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开展深入的预测研究，提出科学的教育结构调整政策，政府需要通过完善管理体制加大对于教育体系的统筹力度，切实解决多头管理、交叉管理这一顽疾，解决“九龙治水”责任不明的问题。由于事关大局，高层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必须有“铁腕”精神，采取一些强硬的集权性、强制性举措，坚定地推进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二、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技术路径：改革教学模式
如果说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构路径主要关注教育体系所要培养的人才类别、规格、层次、专业及其结构比例关系，具体回答了教育体系“培养什么人”的问题，那么，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技术路径则主要关注微观的培养过程，具体回答教育活动“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力图通过教育过程的变革，引发教育结果的改变，提高教育质量。
教育最核心的环节是教学，人的培养过程的核心是教学过程，教学是最能体现教育行业的技术层面、专业层面的活动。社会学家帕森斯（Parsons）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都可以从三个基本层面来描述：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和外部关系层面。美国学者墨菲（J. Murphy）和路易斯（K. Louis）借用此观点，认为“在教育中，技术层面（the technical level）关注的是学和教的过程（the learning-teaching process），管理层面涉及学校对教育教学的领导、管理和组织，外部关系层面涉及学校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技术路径”关注的是“怎么教”的问题，是“教学模式”的改革问题。教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含量很高的 “技术活儿”，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活动过程。教学模式（怎样培养人、怎么教）不只是教学方法的选择问题，它包含更多的维度。
教学模式是对教师教学行为的概括性描述，涉及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计划的设计、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处理、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辅助工具（多媒体、教具等）的使用、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等要素。
教学模式直接影响到教育的结果——人才培养的质量，技术路径的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其核心任务就是更新“关于教学的技术”，即改革教学模式。

我国教学模式的现状令人堪忧，教学目标有偏差（例如只是为了考高分），教学内容繁难偏旧，教学方法落后，多媒体工具使用不当（使用不足或者使用过当），现代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不能有效整合，评价学习效果只看考分高低，这种教学模式很难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教学方法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教师使用的教学方法相对单一，比较陈旧，教师“满堂灌”、“一刀切”现象严重，学生“死读书”、“读死书”现象严重，学生学习往往是被动学习，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以及探究能力的提升，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教学效益低，严重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主动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让学生学会发现学习、合作学习、自主学习。 
在基础教育阶段，教学模式的改进尤为迫切。由于片面、过度追求升学率作祟，为考而教而学，师生被考试指挥棒所左右，学生的成长是被成长，学生的发展是被发展，学生的学习是被学习，学生缺乏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死记硬背、题海战术、加班加点等现象在中学阶段大面积存在，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学习与成长的过程苦不堪言。学生睡眠严重不足，网络上流传一个图片，描述的是某中学一个教室的黑板上有一副对联“生时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其意图在鼓励学生加班加点，考得高分。

直接影响教学模式改进和优化的重要因素有四个：

第一，教师个体的教学技能。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所采用的教学模式是行为层面的东西，它是教师教学技能的外在表现。教学技能属于教师内在的心理层面的素质，是教师个体对于教学模式中教学诸要素、诸环节的认知水平与实操技巧，是教师教学知识、教学能力、教学伦理的综合呈现，是教师专业化水平的集中体现。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直接实施者，教学活动是具有高度专业自主权的活动，每个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所运用的教学模式、所使用的要素“配方”是由个人所决定的，对此微观的、柔性较强、弹性较大的活动过程，刚性的制度约束很难奏效。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要实质性地改变教学模式，关键在教师。而教师改善教学模式的能力则直接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技能水平。教学技能是一种现实的“教育生产力”，教学效果取决于教师的这种生产力，如同经济发展取决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一样。
第二，课程知识。课程知识是关于“教什么、学什么”的知识，即课程和教材所包含的知识，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理性认识。教育目的和教学目标是通过课程实施才得以达成的，“课程描述技能、行为、态度以及价值观等学生渴望从学校获得的东西”。
如果课程知识繁难偏旧或者空疏无用，不但影响教育方法的选择空间和教学模式的改进程度，还影响教育目的和教学目标的达成。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改造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
第三，教学知识。教学知识是关于“怎么教、怎么学”的知识，是人类所积淀下来的、外在于教师个体而存在的关于教学活动、教学模式及相关教学技术的研究成果，课程与教学论、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理论、教学心理学、各科教学法、学习理论、教学评价理论、教育技术学等都可以纳入到教学知识的范畴。教学知识是改善教学实践和教学模式的理论武器和知识基础。
第四，教学技术工具。教学技术工具是教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相结合的物化形态，是知识转化后所制造出的教学辅助性工具如教学仪器设备等。教学技术工具的合理使用可以优化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率。

因此，在“教学模式”之下，可以把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技术路径”中的“技术”概念，进一步细分为教学技能、课程知识、教学知识、教学技术工具四个维度。它们对于教学模式改革都至关重要。
课程知识、教学知识、教学技术工具都是外在于教师而存在的，三者要对具体的课堂教学模式产生影响，首先必须让教师掌握这些知识和工具，把这些知识和工具使用的方法内化为个体的“教学技能”。这样才能让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如果一个教师由于自身原因或者外部原因（如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没有提供必要的培训），对于教材知识没吃透，不懂得教学方法方面的知识，也不会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那么，他就不具备必要的教学技能，因而就不能有效地开展教学。
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有关教学技能、课程知识、教学知识、教学技术工具的存量，以及今后增量的变化速度，决定着这个国家或者区域的教学质量和学生培养质量。广义的技术概念涉及“人力资本”（技能）和“知识资本”（知识和知识转化后形成的技术工具）两个方面，在此处是指关于教学活动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这两种资本的存量盘活和增量开发是技术路径的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任务。

教师教学技能的提高的主要途径是培训，包括校本、区域层面开展的培训活动和教研活动；课程知识、教学知识、教学技术工具的生产途径是研究与开发。而且，正是教育研究开发出的知识和技术，成为教师培训的课程内容，为教师培训和教师改进教学提供了知识基础。
由此，可以提炼出技术路径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的三大任务：改革教学模式；加强教师培训以提高其教学技能；加强教育研究为教师培训和教学模式改进提供知识基础。三者在逻辑上有递进关系。

可见，加强教师培训和教育研究是为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人力支持与智力支持的重要举措，为教学模式改革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奠定了坚实基础，是落实“人才强教”战略和“科研兴教”战略的关键途径，是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内涵发展的两大支柱。

我国的教师教学技能素养、教师培训质量、教育研究水平尽管在逐步改善，但总体而言，依然问题多多。教师教学技能不足成为制约教学质量的关键变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本质上是质量差距，而造成质量差距的直接因素是教师的教学技能素养。就教师培训而言，不论是学校层面的还是区域层面的教师培训，其针对性和实效性都亟待加强，培训内容、方法、师资状况都需要改进。而教育研究产出的有用、好用的知识严重短缺，远远不能满足广大教师开展教学改革（如新课程改革）的实践需求，也不能有效满足教师培训的需求。
因此，技术路径的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整体考虑改革教学模式、加强教师培训、加强教育研究四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系统性的变革，改造我们的教学，让课堂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让教师乐教、会教、教好，让学生乐学、会学、学好。
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路径：转变管理方式
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构路径关注教育结构调整，解决了“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具体描述了所要培养的人才类别、规格等。技术路径关注教学模式改革，解决了“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具体回答了教学模式改革的具体要求与推进措施。
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路径强调制度创新，旨在为教育结构调整、为教学模式改革提供制度保障，为“培养所需要的人”、为“正确地培养人”保驾护航。
实际上，调整教育结构、改革教学模式、加强教育培训、加强教育研究的必要性早为人知，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相关要求也连篇累牍，相应的变革在实践层面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整体来看，成效并不显著，进展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动力机制，或者说激励与约束机制。因此，需要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通过诱致性或者强制性举措，提供动力和压力，提供推力和拉力”
，引导各相关主体着力调整教育结构、积极改革教学模式、强化教育培训和教育研究。而这就要求转变教育管理方式，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创新教育体制机制。因此，“转变教育管理方式”就成为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的关键部分。

《教育规划纲要》正文中，制度、体制、机制三个词分别出现88次、41次、79次，总计208次，频度很高，足见政府对于制度改革的重视。制度是指调整活动主体之间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制度包含体制和机制。体制一般指国家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制度体系，而机制指使体制或上位制度能够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配套制度，是人为设定的制度系统内部组成要素的运行规则。与制度和体制相比，机制更具操作性和技术性。在官方文件甚至学术研究中，三个词往往混合使用、交叉使用，本文也并不刻意予以区分，用“制度”一词统称三者。

教育制度种类繁杂，多如牛毛，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才能发挥激励和约束功能、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动力机制呢？本文认为，最关键、最给力的制度是教育问责制度和与其密切相关的教育评价制度。
问责制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通过对问责对象（如各教育主体）的行为的导向、监督和矫正功能，来保障绩效目标的实现。教育问责制中的“责”有两层含义：一是各教育主体如教师、学校、政府应该履行的“教育责任和义务”，即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做的行为，如教师应该尊重学生人格尊严、学校必须开足开齐课程等等；二是各教育主体没有履行教育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定后果即“法律责任”，我国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对故意不完成教育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行为，必须由所在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当事教师处分或解聘等惩戒。问责强调约束和惩戒，本质上发挥的是负向激励作用。教育问责制也包含正向激励的内容，对于履行教育职责表现优秀的教育主体予以奖励，奖励方式包括职务晋升、薪酬增加、授予荣誉称号等。
问责制行之有效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与奖惩挂钩、与行为主体的切身利益挂钩。而且奖惩力度越大、涉及的切身利益越大，问责制对于个人行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就越大。
但是，问责制是中性的，它可以服务于错误的甚至邪恶的目标，激励错误的行为，如可用于为“应试教育”服务；它也可以服务于正确的高尚的目标，激励正确的行为，如可用于为素质教育服务。因此，构建教育问责制度，首先必须建立合理的教育评价制度，确立正确的教育目标，并以之统帅评价指标与标准的开发，为问责提供正确的导向。
评价制度与问责制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只有评价制度，非常客观地对某一类教育主体的绩效表现评出了优劣高下，但却没有奖惩问责，结果是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制度就不能发挥奖勤罚懒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反之，如果只有问责制度，而没有评价制度或者评价制度不健全，不能对于绩效表现予以客观评价，此时的奖惩问责就会失去公正性，被问责的对象也不会认同，制度也不会发挥出激励和约束功能。
当前教育评价制度和问责制度建设还比较稚弱，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结果性指标和教育标准不明确甚至有偏差，如有些地区和学校依然“以考分论英雄”；不同行为主体的职责不明确，如对于调整教育结构，不同层级政府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无明确要求；没有奖惩或者奖惩力度太小，起不到激励和约束的作用。

建立有效的教育评价和问责制度有三个要点：

首先，确定“到底要什么”，即确定教育的结果性指标与标准，如合理的教育类别结构与专业结构（数量结构与培养规格维度）、学生的全面发展（质量维度），并将这些指标进行细化分解。

其次，确定“应该做什么”，即确定过程性指标，明确要达到教育目标（结果性指标），不同的教育主体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义务。

第三，确定“有什么奖惩”，即确定达不到结果性要求和过程性要求要受到的惩罚，和达到后所给予的奖赏。
上述三者中，重点和难点是确定不同的教育主体“应该做什么”。如对于教育结构调整，教师和学校显然无能为力，相关职责在政府，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规划与整体统筹职能，而且规划与统筹的重心必须上移，重点强化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相关职能，如同《教育规划纲要》所指出的，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教育事业，制定发展规划、方针政策和基本标准，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和区域布局；省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促进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合理分布，促进省域内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和资源共享，合理设置和调整高等学校及学科、专业布局。
而对于教育质量提高、教学模式改革，教师、学校、不同层级政府等教育主体都有责任，需要建立一个以质量为本的教育评价与问责制度体系。共性的责任和要求是，不能单纯以成绩分数或者升学率作为衡量的唯一指标，要全面衡量教育结果，把学生发展的其他维度如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学习能力、思想品德、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等也纳入到评价指标中。
同时，对于不同主体有不同的责任要求（过程性指标），如，评价教师时，要把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因材施教、学法指导、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德育实施等纳入指标体系中；评价学校和校长时，把规范办学行为、改进教学管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开齐开足课程、开展校本教研和校本培训、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等纳入指标体系中；评价教育行政部门和行政官员时，把制定教育质量标准、改革考试招生制度、完善教育质量督导评估与监测、加强教师教学技能培训、加大教育教学研究力度、加强培训机构与研究机构建设等纳入指标体系中。可见，提高教育质量、改革教学模式是各教育主体共同的责任，但在不同的管理层面，责任是分层的，对于教师、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价与问责应该有机结合，三者形成合力，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制度体系，协同发挥作用。

本文认为，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三条路径即结构路径、技术路径、制度路径，所涉及的都是深层次、战略性的问题，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效大小取决于三条路径是否走得顺畅。本文对这些问题只是做了初步探讨，后续的深度研究还有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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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Paths to Transforming Chines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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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mode is a kinds of method, means, and pattern to achiev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Currently, the ability of Chinese education to serve the social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is apparently scant.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transform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mode. There are three paths to reach the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structural path, technical path, and institutional path. These three paths address, respectively, the adjustment of educational structure, the reform of instructional mode, and the change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mode. The priorities along the three paths are the optimisation of the classified structure and specialty structure of education, the enhancement of teachers’ teaching skills,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 and accountability system.


[Keyword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mode; educational structure; instructional mode; educational system.





PAGE  
7

